新常态下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反馈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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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复合环境污染指数将广东省29个制造业行业分为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三大类。首先采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SBM-DDF）得到三类行业的基于差异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及其分解指标，测算各行业2003-2015年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其次通过GTFP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揭示三类行业对各影响因素的反馈程度。估计发现GTFP及其成分对经济因素反馈不一：盈利能力（成本费用利润率）和行业发展（劳均总产值）是对GTFP及分解指标产生显著影响的两个主要变量，劳均总产值的增加对重度与中度污染行业的GTFP增长产生阻碍，而对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效率产生推进；盈利能力的提升则通过改善GTFP的分解指标或其他媒介而对三类行业产生GTFP增益。另外，外资占比仅对轻度污染行业的GTF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外资占比对重度污染行业的不显著也并未使“污染天堂”假说在广东省得到印证；原煤消费比重的下降仅对重型污染行业GTFP的改善有促进作用。政府在鼓励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应当因材施“政”，调整不同行业在成长期与成熟期的创新激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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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composite pollution index dividing 29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gdong into three categories: light polluting industries, moderate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severe polluting ones. Firstly, according to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we can get difference-based 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icators and the decomposited indic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slack-based measured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SBM-DDF), then calculate the industrie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 from 2004 to 2012. Secondly, we empirically analyse the GTFP influencing factors to reveal the degree of feedback on three industry categorie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feedback of GTFP and its decompositions on the economic factors varies: profitability (ratio of profits to cost)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gross industry production per labor) are the two main variables which significantly impact GTFP and its decompositions. The growth on gross industry production per labor hindered the growth of GTFP of severe and moderate pollution industries, while improved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light pollution industries; enhanced profitability could benefit the GTFP on three types of industry 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of GTFP index improvement or other media. In addition, foreign investment percentage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ly on light polluting industries’ GTFP, at the same time, foreign investment percentage didn’t significantly affect heavy polluting industries so that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couldn’t be confirmed in Guangdong; the proportion of coal consumption only improved GTFP of heavy polluting industries.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as well as make policies applied to different kinds of industries and adjust different innovation incentive strategy to industries which are in the growth stage and maturati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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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11月12日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在碳排放总量约束下，国家将进一步强化重点地区的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同时，实现碳排放总量的约束目标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包括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和优化升级存量，在十三五期间对产业升级转型形成真正的倒逼机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自2014年来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7%的中高速增长回调，对广东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作为广东省经济贡献率超过一半的制造业更是面临严酷的“结构清理”。与此同时，制造业能源消费总量依旧维持在全省总能耗的半数以上，经预计2017年广东省的煤炭消费量将达2亿吨。高污染能源的使用与过度消耗无疑将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遗憾的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快速反作用于本地经济系统，很可能造成多种行业尤其是传统能源密集型行业因能源枯竭而濒临瘫痪，严重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因此，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重点考察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因素的反馈机制。
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外部性而不能充分体现研究对象的实际经济绩效，于是便产生了将能源和污染因素添加到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基本研究路径，这为经济体的真实效率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全要素生产率”最初由索洛于1956年提出，由“索洛余值”来衡量，指总产出增长中无法通过劳动投入或资本投入实现的增长。在对技术效率进行评价的研究中有两种主流方法：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写为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 Analysis，简写为DEA）。前者是参数方法的典型代表，但其对模型设定所做的假设较严格，可能导致较大的“设定误差”；后者近年来尤为流行，但其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仍以排除随机误差的存在为前提，会在计量分析中忽略这部分因素的影响，从而易犯遗漏投入要素的错误。陈诗一（2010）认为基于投入或产出方向性距离函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则能很好地避免上述缺陷，还能同时模拟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形。DEA分析框架下，最初的CCR模型由著名运筹学家A. Charnes、W. W. Cooper和E. Rhodes于1978年提出，用于评价相似部门间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性；1985年，A. Charnes、W. W. Cooper、B. Golany、L. Seiford和J. Stutz将最初模型进行完善，给出C2GS2模型用于测量生产部门间的“技术有效性”；为了处理具有过多投入及产出的情况，A. Charnes、W. W. Cooper、魏权龄和黄志明于1987年推出锥比率的DEA模型——C2WH模型，并且锥的选取可体现决策者的偏好。Tone（2001）最早提出了一种基于松弛的效率测度（SBM，全称为Slack-based Measure），目的在于测度投入产出的无效率值，该方法测度的效率仅由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简写为DMU）的投入产出参考集决定，并且也能够兼顾价格和成本等经济因素。较之90年代前的经典模型，这种基于松弛的效率模型因为能够同时考虑投入产出而更具准确性，并且因为松弛变量的引入而使模型解具有更大的可行域。
传统DEA模型要求DMU数量至少是投入产出变量总和的三倍，而在网络SBM（Network SBM）模型中类似的要求不再重要（Tone和Tsutsui，2009），SBM方法因此逐渐盛行并横向拓展。Chang et al（2014）运用拓展的环境SBM模型探讨了27条国际航线的经济与环境效率。Calvet et al（2014）也将SBM与方向性距离函数结合，分析欧盟国家在能源节约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改进潜力。王兵等（2010）率先将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用于研究中国各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李玲和陶锋（2012）则从中国制造业的角度衡量环境效率，并强调技术进步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作用。李斌等（2013）则将非径向非角度SBM效率测度与ML（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相结合，测算全国分行业的绿色技术效率。
从上述考察环境效率分析的研究能够看到，国内抑或国外，多数研究视角开始向行业甚至微观企业转移。本文在生产前沿中加入“坏产出”（即环境污染）及能源投入的约束，测算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得到效率值，以期更准确的衡量行业环境绩效。本文的可能的创新如下：（1）研究方法上，利用基于SBM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广东省制造业行业的环境效率进行测度，避免了传统DEA方法的缺陷；（2）研究视角上，探讨广东省制造业各行业中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与传统技术效率指标作对比，同时厘清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对经济因素变动的反馈程度；（3）行业分类方法上，以细分的污染数据为基础，测算复合环境污染指数并运用到具体行业中，据此对广东省制造业进行分类，以此反映不同行业中由于污染物排放的叠加而造成的综合污染程度。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为：（1）将广东省制造业行业按复合环境污染指数的不同区间分为三类；（2）依据行业分类测算并分析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及所属分类的环境效率均值；（3）讨论并检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
二、广东省制造业的污染程度分类
环境污染物的种类及其物理特性决定了污染排放量的统计难度，本文使用复合环境污染指数测度制造业分行业的环境绩效。该指数旨在测算多种污染物对某一介质（大气、土壤、水、生物）的同时污染，能够反映污染物在不同地区间的相互输送，具体体现为污染物在时空上的叠加。闫海波等（2012）和原毅军等（2011）运用该指数将中国各省的污染程度进行分类，本文加以引申，将复合环境污染指数应用于不同行业并进行行业分类，具体计算过程可分为以下三步：①选取污染物的种类；②运用客观的熵值法对各种污染物赋权；③根据熵值和标准化污染指标测算复合环境污染指数。笔者以广东省环保局提供的污染排放量数据为基础，利用一次指数平滑进行部分数据的预测，并以此建立2003-2015年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行业数据库。三类工业污染可细分很多具体的污染物，但由于部分污染物占比很小，本文使用的各类污染排放仅包含主要污染物：在工业废气排放量中选择二氧化硫的排量为代表；根据广东省环保局的污染排放统计数据，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为工业废水中的主要成分，前者代表水样中需要被氧化的还原性物质的量；后者则是水体中的营养素，可导致水富营养化现象产生，是水体中的主要耗氧污染物，因此工业废水中选择两者之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则选取总排放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依据污染程度对行业进行划分时，固体废弃物需要考虑在内，它属于工业三废之一。但在下文GTFP的测算中，限于测量手段对数据的非零值要求，我们在计算非合意产出时将固废剔除。
通过计算能够得到各行业在2003-2015年间的复合环境污染指数，计算结果绝大多数落在（0，10）区间内，极少部分的数据小于0，指数越大，说明行业综合污染越严重。本文行业分类步骤如下：首先，取5和7定义为两个复合环境污染指数边界，将所有指数划分为三个区域；其次，对各行业在所涉及指数区间内的年份数量进行统计，以明晰行业内不同程度的污染所发生的频次。依据指数区间定义及落在区间内的年份数，可以将行业组成分为三类：轻度污染行业，即复合环境污染指数小于5且相应区间内年份数≥6的行业组合；中度污染行业，即指数在（5，7）范围内且该区间内年份数≥6以及指数取值大于7且区间内年份数≤4的行业组合；重度污染行业，即指数大于7且相应年份数≥6的行业组合。具体行业分类见表1：
表1 广东省制造业行业的污染程度分类

	分类
	行业组成

	轻度污染行业（11种）
	通用设备、烟草加工、木材加工、家具制造、印刷媒介、文教体育、化学纤维、专用设备、工艺其他、废料回收、交通设备

	中度污染行业（11种）
	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纺织服装、皮革毛羽、石油加工、医药制造、橡胶塑料、有色金属加工、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仪器仪表

	重度污染行业（7种）
	农副加工、纺织业、造纸制品、化学原料、非金制品、金属制品、黑金加工


为直接观察环境污染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我们将三类行业的传统TFP与考虑环境污染与能源消耗的GTFP各自的均值进行比较。图1呈现了能源和环境对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能够看到，虽然三图的纵轴刻度不统一，但三种类别行业在报告期内GTFP的走势较传统TFP走势平缓很多，这是由于三类行业报告期内的“坏产出”均较大程度的影响TFP，抛开这类影响后实际效率会折损而呈现图中较平缓的GTFP趋势。大部分时间点上，三类行业传统TFP均位于GTFP之上，仅有极少数年份出现奇异点，如重度污染行业的2010年、中度污染行业的2009年及轻度污染行业的2011年，意指当年利用其他手段得到的技术效率提高冲抵甚至超过了本文考量的“坏产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该图能够归纳：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生产效率存在持续且相对稳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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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东省制造业三种行业类别TFP与GTFP均值比较
三、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一）测量方法
经济体的生产活动中不仅会发生多种能够以货币度量的成本，也会伴随“外部性”而引发的各种社会成本。本文着重研究外部性的主要构成——环境污染及能源消耗对生产活动绩效产生的影响。传统的生产效率分析主要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但其测算过程并未涉及外部性因素，尤其是环境与能源对经济本身产生的约束和扭曲，无法准确反映经济现实（李玲和陶锋，2012）。为避免这种情况，本文运用SBM（Slacks-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加入资源与环境因素，并通过基于差异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Difference-based 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icator，Azad，2014）测度广东制造业中各行业2003-2012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的研究中，将广东省制造业下的每个二分位行业作为一个决策单位。假设每个行业需要N种投入[image: image5.png]


，并生产M种合意产出[image: image7.png]y= (y.V2.Yx) ERE




，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加入，生产过程中将伴随I种非合意产出[image: image9.pn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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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每个时期t=1,2,···,T，第k=1,2,···,K个行业的投入和产出表示为[image: image11.png](xkt, ye, pty



，由此可以直观地构造出兼具“好产出”及“坏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该集合在满足闭集与有界集、合意产出与投入可自由处置、总产出弱处置及零假设定理的假设前提下（Fare et al，2007），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可模型化为：
[image: image13.png]LB TE 28V 2 Vi
Py — 2l = b v
2, < X
Ko o] ot SOk



                           （1）
其中，[image: image15.png]


为赋予每个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当所有横截面观测值权重之和为1且非负时，生产技术表现为规模报酬可变（VRS）；若忽略此约束，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CRS）。
1.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
方向性距离函数在效率测度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Chambers et al（1998）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将Shephard距离函数和McFadden度规函数进行整合后的方向性技术距离函数，并给出了严格的证明。本文借鉴Fukuyama和Weber（2009）以及王兵（2010）的研究，对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形式作以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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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向性距离函数中，（[image: image22.pn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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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行业k’的投入和产出向量；（[image: image24.png]g*.9%. g*



）中的三个向量均属于取值严格为正的方向向量，意为：投入压缩、合意产出扩张和非合意产出扩张；（[image: image26.png]


）则表示投入与产出的限制条件发生松弛时的向量，三者均为正时，代表实际的投入及环境污染大于边界点，而实际产出小于边界产出。
2. 基于差异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
自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于20世纪80年代后提出后，便迅速应用到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中。Chung等（1997）则首次在方向性距离函数中加入环境约束，并对Malmquist指数做出重要修正：将环境污染作为“坏产出”加入讨论实际技术效率的考量，并将其称为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但上述指数基于变化率（即“比值”）来测度，无法反映基于“差异”的量变。鉴于此，本文借鉴Chambers等（1998）提出的基于“差异”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以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为基础，计算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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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王兵等（2010）针对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思路，将LTFP指标进行以下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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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PEC称为纯技术效率变化；LPTP为纯技术进步；LSEC为规模效率变化；LTPSC为技术规模变化。当四个指标大于0时，则分别代表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率提高及技术向CRS偏移，反之则反是。由此，本文分别在CRS与VRS的情况下计算四组方向性距离函数，每种情况下均包含同样数量的当期方向性距离函数（投入产出值与生产技术属于同一时期）及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投入产出值与生产技术不属同一时期），用来核算LTFP，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3. 数据处理
由于本文考虑添加“非合意产出”以及与环境污染高度相关的能源投入，因此测算方法有别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产出方面分为两大类：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本文借鉴Chen（2014）使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数据来源为2003-2015年《广东工业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因素产生的影响，采用《广东统计年鉴》中工业增加值指数，以2003年为基年，对数据进行去除价格波动影响的处理。非合意产出主要指传统的“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和固废，废气以二氧化硫为代表；废水则选取三项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COD）、氨氮和石油类之和来表示，其中，“化学需氧量”主要用来测度工业废水中需氧有机物的污染程度，“氨氮”用于测量水体富营养化的程度，“石油类”则测度有机油类污染物质的含量。固体废弃物在本省的GTFP测算中，由于零值相对较多，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将此部分污染剔除，又由于近年来悬浮颗粒物污染日益严重，本文转而加入烟尘和粉尘的污染。
投入方面，由于本文考虑能源利用对环境的污染，故在投入中加入能源消耗，这部分数据来自2003-2015年《广东统计年鉴》，由于原始数据只包含能源消费总量、原煤消费量和电力消费量，电力属于二次能源，因此本文使用扣除电力消费量的“一次能源消费量”来代表能耗。此外，仍需加入传统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前者利用各行业2003-2015年从业人员年均数；后者采用计算得出的固定资产净值（不变价）作为资本投入指标，在这里，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三种指标的数据均来自《广东工业统计年鉴》。本文收集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广东省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净值进行了处理，以消除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二）测量结果及分析
依据上述计算过程，能够测算广东省制造业在2003-2015年间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值（见表2）。首先从三类行业的均值作总体分析。纯技术进步（LPTP）对三类行业的GTFP均做出了主要贡献，其中技术进步对中度污染行业的贡献最大（依据表中数据计算，贡献率约为77%），贡献率最低的为轻度污染行业（经计算约为61%）。根据三类行业各指标均值的比较能够得到，纯技术效率变化和纯技术进步是轻度与中度污染行业GTFP的主要贡献者，而重度污染行业则主要通过技术效率及技术规模的改善来提升GTFP，说明广东省传统制造业及新兴装备制造业中依靠技术改善效率的重要性，而金属制造等重工业则需要通过先进技术的广泛利用来提升整体效率，并减轻环境污染状况。
其次从行业类别作对比分析。轻度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值要高于中度及重度污染行业，其从行业组成来看，轻度污染行业主要由轻型制造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构成，环境友好程度自然很高。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在所有制造业行业及轻度污染行业中居首位，其次为专用设备制造业。通过观察各行业GTFP的变化，轻度污染行业中该指标的最大差距为0.21，相比之下，重度污染行业该指标的落差较小，为0.14，中度污染行业为0.16，这种污染程度与环境效率多样性的关系变化与不同的行业特征相关。例如省内重点扶持的新兴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其环境友好程度较靠前（GTFP=0.2981），而传统的食品和饮料制造业虽然保持稳定的技术效率，但环境影响相对较大（GTFP分别为0.1497和0.2585）。需要强调的是，技术规模的减小很大程度上拉低了中度污染行业的环境效率（该行业LTPSC=-0.0426），致使该类别行业GTFP均值居于三者中最低位，这也印证了先进技术的运用对生产过程的环境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表2  2003-2015年广东省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均值

	类别
	行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纯技术效率变化（LPEC）
	纯技术进步（LPTP）
	规模效率
变化（LSEC）
	技术规模
变化（LTPSC）

	轻度污染行业
	烟草加工
	0.1006
	-0.0018
	0.0552
	0
	0.0472

	
	木材加工
	0.2567
	0.1105
	0.0656
	0.0390
	0.0415

	
	家具制造
	0.1507
	-0.001
	0.1271
	1.11E-05
	0.0248

	
	印刷媒介
	0.1674
	0.0591
	0.1952
	0.0087
	-0.0956

	
	文教体育
	0.2389
	0.1225
	0.2183
	0.0728
	-0.1747

	
	化学纤维
	0.3092
	0.2289
	0.1200
	-0.0384
	-0.0012

	
	通用设备
	0.1071
	0.0325
	0.1932
	-0.0298
	-0.0889

	
	专用设备
	0.2981
	0.0805
	0.1631
	0.0086
	0.0459

	
	交通运输
	0.2101
	-0.0004
	0.0569
	0.0052
	0.1483

	
	工艺其他
	0.1453
	-1.1E-05
	0.1076
	0.0553
	-0.0175

	
	废料回收
	0.1676
	0
	0.0047
	0
	0.1629

	
	均值
	0.1956
	0.0573
	0.1188
	0.0110
	0.0084

	中度污染行业
	食品制造
	0.1497
	0.0537
	0.1097
	0.0532
	-0.0669

	
	饮料制造
	0.2585
	0.0629
	0.0413
	0.1610
	-0.0068

	
	纺织服装
	0.0927
	0.0953
	0.1704
	-0.0527
	-0.1202

	
	皮革毛羽
	0.1038
	0.2189
	0.1029
	-0.1586
	-0.0593

	
	石油加工
	0.1245
	0.0421
	0.2345
	-0.0025
	-0.1497

	
	医药制造
	0.1923
	0.0339
	0.0706
	0.0836
	0.0043

	
	橡胶塑料
	0.1138
	0.0172
	0.2987
	0.0054
	-0.2075

	
	有金加工
	0.1777
	0.0318
	0.1929
	0.0911
	-0.1380

	
	电气机械
	0.1043
	0.0045
	0.0648
	-0.0339
	0.0689

	
	通信设备
	0.1096
	-0.0055
	-0.1363
	-0.0017
	0.2531

	
	仪器仪表
	0.1746
	0.0368
	0.0780
	0.1065
	-0.0467

	
	均值
	0.1456
	0.0538
	0.1116
	0.0228
	-0.0426

	重度污染行业
	农副加工
	0.1227
	0.0179
	0.0937
	0.0431
	-0.0321

	
	纺织业
	0.1572
	0.0066
	0.0440
	0.0292
	0.0774

	
	造纸制品
	0.1169
	-0.0044
	0.0533
	-0.0427
	0.1107

	
	化学原料
	0.1678
	-0.0061
	0.1764
	0.0986
	-0.1011

	
	非金制品
	0.1584
	0.0074
	0.0554
	-0.0351
	0.1307

	
	黑金加工
	0.2521
	0.0060
	0.1549
	-0.0195
	0.1107

	
	金属制品
	0.1156
	0.0350
	0.1160
	0.0266
	-0.0620

	
	均值
	0.1558
	0.0089
	0.0991
	0.0143
	0.0335


四、广东省制造业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设定
Solow在1957年首次提出的经典“索洛余值法”中，首先假定存在如下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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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两端同时微分则能得到计算传统TFP的Solow残差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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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y、k和l分别代表微分后得出的技术进步、产出、资本投入及劳动投入增长率，等式左边则可理解为传统全要素生产率，α和β则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由于环境及能源要素的加入，本文在Solow残差法的基础上添加产出和投入要素，最终GTFP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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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image: image41.png]


为能源投入变化率，[image: image43.png]P



代表“坏产出”变化率。依据以上理论模型及以往研究经验来选取相应指标作为自变量：①行业发展水平。大部分区域研究文献在该因素的指标选取上主要为“人均GDP或GRP（区域生产总值）”，但考虑到本文的行业研究视角，本文利用“工业生产总值（不变价）/行业从业人员年均数”，也可称为“劳均工业总产值（GOPL）”来衡量行业的发展现状；②工业企业盈利能力。采用各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CFY）来体现对生产成本及费用投入的经济效益，该指标计算方法为：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成本+营业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100%，在统计年鉴中，“营业费用”也称为“销售费用”；③行业产值增益。许多分区域的面板估计中都会考虑产业生产活动的活跃程度对GTFP的影响，并使用“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IAV）”为代表，本文应用同样的指标反映各行业新增产值占总产值的份额，并以此作为行业新增产出价值的衡量工具；④外商投资。利用外商资本占总实收资本的比重（FCP）来；⑤能源结构。采用原煤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比重（ES）；⑥行业劳动生产率。该因素由“行业劳动生产率（LPTW）”表示，反映行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经济效益，该指标计算方法为：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年均数*100%，分子处理为不变价。所有指标涉及的数据均来自2003-2015年《广东工业统计年鉴》。
上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包含纯技术效率变化（LPEC）、纯技术进步（LPTP）、规模效率变化（LSEC）和技术规模变化（LTPSC），由于前三种分解指标更具经济意义，技术效率变化与规模效率变化意味着生产前沿向更高水平移动，纯技术进步则代表实际投入产出组合更接近最优生产前沿。因此，我们借鉴李玲和陶锋（2012）的方法，将LPEC和LSEC合并作为总体技术效率指数（LEC），与技术进步指数LPTP和GTFP指数一起作为三种因变量，分别对六个自变量进行回归。在广东省制造业行业面板的基础上，我们选取较重要的外资占产值比重（FCP）、成本费用利润率（CFY）、劳均工业总产值（GOPL）和原煤消耗占比（ES）四个指标的对数形式以减弱异方差性。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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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面板数据的估计中，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本文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的分类中有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两类，加入个体效应能解决不随时间而变但随个体而异的遗漏变量问题，引入固定效应则能解决不随个体而变但随时间而变的同种问题。本文就两种效应分别进行检验，对于个体效应的验证，本文利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的F检验；对于时间效应的验证，则考虑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引入年度虚拟变量（即“双向固定效应”），并观察其显著性。关于模型选取的检验能够总结：各行业个体效应的作用十分明显，支持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时间效应的检验中，三种类别的行业中仅有极少数的时间虚拟变量系数显著异于零，由此可忽略时间效应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个体在不同时期的扰动项有自相关的可能，而普通的标准误计算方法需满足扰动项独立同分布的的前提假设，因此我们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来回归，实证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变量
	轻度污染行业
	中度污染行业
	重度污染行业

	
	GTFP
	LEC
	LPTP
	GTFP
	LEC
	LPTP
	GTFP
	LEC
	LPTP

	lnFCP
	-0.06*
	-0.02
	-0.01
	-0.01
	-0.06
	0.09
	-0.02
	0.14
	0.05

	lnCFY
	0.10
	0.07
	0.11**
	0.20**
	0.11
	0.03
	0.05*
	0.08***
	0.08***

	IAV
	0.69
	-1.02
	1.00*
	-1.04**
	-1.29***
	0.15
	1.81
	1.02
	1.02

	lnGOPL
	-0.01
	0.14***
	-0.08**
	-0.18**
	-0.00
	-0.04
	-0.28***
	-0.12
	-0.15**

	lnES
	0.05
	0.09**
	-0.01
	-0.13
	-0.21
	0.09
	-0.10*
	-0.12
	-0.02

	LPTW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C
	0.31
	-0.28
	0.42
	1.56***
	0.22
	0.56
	1.31**
	0.55
	0.85**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中第一综列代表轻度污染行业的GTFP及其分解指标对六个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能够看到：轻度污染行业GTFP增长率与外资占实收资本比重FCP指标负相关，并且外资占比每提高1%，GTFP增长率下降0.06%；该行业技术进步指标对成本费用利润率CFY及工业增加值占比IAV形成正反馈，说明盈利能力与产值增益会促进该行业的技术进步，而劳均总产值GOPL则每减少1%才能使技术进步指数增长率上升0.08%，表明该行业仍具备吸收劳动力的空间；总体技术效率指标则与能源结构ES和劳均总产值GOPL正相关，后者可能与行业间“学习（或模仿）效应”相关联，而前者反映了原煤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LEC的增长率则能上升0.09%，轻型制造业中，化石燃料消费的增加可能通过作用于技术规模（LSEC，LEC指数的组成成分之一）来实现总体技术效率的提升。
中度污染行业的能源结构与外资占比变化率并未对环境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但利润率上升1%或劳均产值下降1%均会使该类行业GTFP增长率分别上升0.2%或0.18%，表明该行业能够通过提升盈利能力及适当减缓行业发展热度来提升GTFP；LEC指数对工业增加值占比变化率形成较敏感的负反馈，当IAV减少1%，GTFP增长率会上升1.29%，意味着该行业产值增益已相对饱和，适当减少反而能够促进环境效率改善；六个变量对技术进步指数均不构成显著影响，表明经济与能源结构因素并未推进生产前沿移动，这可能与该类别行业生产水平普遍标准化且产量相对稳定的行业特性相关。需说明，劳动生产率LPTW虽具统计显著性，但由于其对GTFP及LEC系数值过低，此处不做讨论，该情况同样适用于重度污染行业。
重度污染行业对所研究影响因素的反应相对明显。估计结果显示，成本费用利润率CFY上升1%、劳均总产值GOPL下降1%、原煤占比下降1%分别能使GTFP增长率上升0.05%、0.28%及0.1%，其中CFY对LEC和LPTP的增长均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1%的CFY增长对两个指数均能产生0.08%的增长率改善。此外，劳均总产值下降1%能够对LPTP增长率产生0.15%的推进。该结果表明，改善重污制造业的环境效率可主要通过减缓产值增长、减少化石燃料应用及增加盈利能力来实现，并且盈利能力的提升对技术效率改善及技术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如果对三类行业GTFP及其分解指标所有的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频次的简单排序，会发现：成本费用利润率CFY和劳均总产值GOPL是对GTFP及分解指标产生显著影响频次最高的两个变量。劳均总产值的增加对重度与中度污染行业的GTFP增长形成阻碍，却改善了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效率，这可能与三类行业所属的经济周期有关，若在成熟期过分追求行业经济增长反而不利于环境效率改善；而对盈利能力的提升对三类行业的GTFP或分解指标均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足见推动行业自身经济效益与行业增长适应性变化的重要性。另外，外资占比仅对轻度污染行业的GTF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广东省轻型制造业外资质量并不高，同时，外资占比对重度污染行业的不显著也并未使“污染天堂”假说在广东省得到印证；原煤消费比重的下降仅对重度污染行业的GTFP的改善有促进作用，可能与报告期内广东省推行的新能源相关政策有关。
2.政策启示
（1）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开始深入调整的“新常态”下，要格外注重不同种类的行业特征及相应的发展时期。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发展（GOPL增加）会对中度与重度污染行业GTFP的增加形成阻碍，虽然轻度污染行业的技术效率对行业发展有正反馈，但仍然对其技术进步具有负面影响。实际上，石油加工、医药制造等中度污染行业及化学与金属制品业等为代表的重度污染行业大都属于产业架构稳定且技术相对成熟的行业，而广东省政府大力扶持的新型装备制造或汽车行业等均处在行业成长期。因此，针对新型制造业和传统轻型制造业应当给予经济与政策上的扶持，在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为提升技术效率打好基础；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重点应转入结构调整而非产值增长，积极推进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低碳转型则是顺应形势的政策选择。
（2）外资的引进仍需注重筛选，以防“污染避难所”问题的出现。研究结果显示，轻度污染行业的GTFP对外资占比产生负向反馈，意味着这类行业中外资过多将阻碍环境效率的改善。由于该类行业的组成大多为成本低廉的轻型制造业及发展前景良好的新型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毋庸置疑，但很多引资项目只注重经济效益回报，忽视了既存的环境问题。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当对外来资本质量提出高要求，将外来投资的使用目的纳入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确保引资项目的搞技术含量与低碳性。
（3）总体来看，本研究的主要经济因素——成本费用利润率与劳均总产值对三类行业的GTFP分解指标均有一定的影响，这表明环境效率的提高程度及技术应用效率的改善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但通过影响系数发现，盈利能力提高对三类行业的技术效率提高或技术进步来说具有普适性，而总体行业发展（劳均总产值）则并非如此。轻型制造业需要稳定规模，控制行业增速以免阻碍技术进步；根据中度污染行业GTFP及分解指标对上述两种指标的敏感性，政府可以通过鼓励“众筹”等多种商业模式以及改善经营管理来促使企业提高盈利能力；重型制造业往往具有高污染的特性，其能源结构必将对该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形成制约，这一趋势已得到实证结果的佐证，因此，能源集约的集成创新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此外，应继续加快产业集群建设，一是形成有竞争性的盈利水平，二是促进内部产业链紧密衔接，提高效率以淘汰落后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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